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气候系统是整个地球系统中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之一，从地质

历史角度来看，地球一直经历着冷—暖和干—湿等一系列自然变化

过程。然而，近百年来，全球气候逐渐显现出极端异常的变化。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最近 100 年来全球平均 地表气温上升了

0.740.18C，近 50 年的线性增温速率达到 0.13C/（10a），过去 50

年的升温速率几乎为过去 100 年的 2 倍左右。1850 年以来，最暖的

12 个年份中 11 个出现在 1995—2006 年（除 1996 年以外），而这种

升温趋势促使海洋温度延伸到海平面以下至少 3000 米深度，海洋

已经并且正在吸收的气候系统热量约达 80%，南、北极冰层正逐步

消融，海水越发膨胀，促使海平面上升，进而危及一些低洼岛屿国

家以及大陆沿海地区（IPCC，2007c）。此外，全球变暖也扰乱了整

个地球系统的平衡机制，气候系统越发紊乱，从而增加了酷热、飓

风、水涝及干旱等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与强度，使全体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威胁（IPCC，2007d）。  

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界做出了大量的研究，通过湖相沉积、

珊瑚、冰芯等气候代用记录重建古气候条件和气候系统模拟分析，



 

人类对目前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有了更科学的解释

与认知。IPCC 四次评估报告更是对此给出了逐步有效的佐证：1900

年 IPCC 第一份报告显示，观察到的温度升高可能是自然活动与人

类活动所引起的；1995 年的第二份报告指出，有足够明显的证据可

以检测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2001 年的第三份报告更是提出了

新的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过去 50 年观测到的全球大部分增温可能由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增加引起；2007 年第四份报

告进一步指出，近 50 年的气候变化有 90%以上的可信度为人类活

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IPCC，1990；IPCC，1995；

IPCC，2001；IPCC，2007a；IPCC，2007b；IPCC，2007c；张志强

等，2009；葛全胜，方修琦，2011）。同时，IPCC（2007d）研究结

果进一步指出，从 1750 年到现在人类生产与生活所引致温室气体排

放已经使全球范围内大气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以及氧化

亚氮（N2O）的浓度迅速攀升，致使当前总浓度已远远超出依据冰

芯所记录的工业化前几千年的浓度值，而二氧化碳是最为重要的人

为温室气体，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化前的 280ppmv，提

升到 2008 年的 385.2ppmv，2009 年更是达到 387.35ppmv（WMO，

2009；Tans，2010；葛全胜、方修琦，2011）。如果对目前气候变暖

的趋势不加以有效控制，未来温室气体浓度将会进一步上升，全球

变暖将会进一步加剧，到 21 世纪末温度将增加 1.1～6.4C，而如

果未来全球气温升高超过 2C，则人类将面临海平面上升、表层海

水酸化、物种灭绝、极端天气、全球粮食短缺、水资源供给紧缺、

地区冲突增加等一系列灾难（IPCC，2007a）。  

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灾难的关注度的

日益提升，众多国际组织与国家认识到必须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应

对气候变化的挑战。1992 年，国际社会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该公约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拟定了基本目标、基本法

律体系与原则以及基本义务权利。截至 201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共经历了 18 次缔约方大会，其中以 1997 年于日本京都

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所制定的《京都议定书》成果最为显著，

《京都议定书》明确了附件一国家在第一承诺期的减排量与时间表。

其后的一系列缔约方大会实质上都是围绕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排放权分配、减排机制、减

排责任与减排规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博弈，但各方基于自身利益很

难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因而逐步分化出欧盟、伞形集团、77 国集团、

小岛屿国家联盟以及基础四国等不同的利益集团。最终，在哥本哈

根气候变化大会上部分附件一国家做出了不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

的减排承诺，如欧盟、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等，也有部

分发展中国家做出了自愿性减排的承诺，如中国、巴西、印度、南

非等（徐汉国、杨国安，2010）。  

值得注意的是，仍有部分学者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原因以

及影响提出质疑（如 Ruddiman，2003；Gorban，2006；弗雷德·辛

格与丹尼斯·艾沃利，2008；张志强等，2009；葛全胜等，2010a；

葛全胜等，2010b，等等）。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碳减排问

题不仅仅停留在气候变化问题本身，而是一场就生存权、发展权及

国际秩序主动权之间的较量。气候变化问题业已演变为一个国际政

治问题，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分配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引

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志寰的话“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对疆土的分割

已经结束，那么对环境资源的分配和政治博弈才刚刚开始”。因而，

碳减排问题实际上是碳政治问题，意图重新塑造国际政治与经济新

秩序（低碳经济课题组，2010）。鉴于此，无论是为了应付未来可能

出现的气候问题仰或把握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导权，中国都必

须积极开展碳减排工作，走低碳发展道路，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而发达国家已经经历并且完成了一两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因而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与发达国家的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

性。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注定了中国碳排放量已经进

入并且正在经历高速增长的阶段，并且这一增长仍将持续相当长的

时间。1994—2005 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年均 6.02%的速率增

长，但是 2002—2005 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以

年均 15.66%的速率增长（张志强等，2009）。据荷兰环境评估局发

布报告称，中国 2006 年化石燃料和水泥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达到 62

亿 吨 CO2 ， 超 过 美国 的 58 亿吨 CO2 ， 成为 世 界 第 一 大 排放 国

（Netherlan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2007）。2007 年 11

月，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洞察中国和印度》

（World Energy Outlook：China and India）报告显示，中国在世界能

源需求中的比重将继续扩大，2030 年左右中国能源需求将在 2005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将会遭遇能源“瓶颈”的约束，而对应的碳排放量也将急速膨胀，因

而碳减排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鉴于

此，2007 年 6 月，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领导机构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并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以此确定了中国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任务目标、基本原则、

重点领域以及具体行动方案。2008 年 10 月，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发

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内容显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也充分地认识到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2009 年 5 月，中国政府对外发布了《中

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在该文件中中国政府就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中所制订的“巴厘路线图”计划落实问题阐明

了立场。2009 年 11 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主持召开了国务院

常务会议，会议明确了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与 2005 年相比，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要下降 40%～45%；同时，

会议针对该减排目标制定了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及考核办法。2010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与低碳城

市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首先在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

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南昌、杭州、贵阳以及保定八

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2011 年 11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该白皮书指

出了中国“十一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政策与行动、取得的

积极成果，同时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

体部署及相应谈判立场。2012 年 6 月，中国国家发改委颁布了《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该文件的出台有助于经发改部

门审批自愿减排份额的扩增，也有助于激励企业或个人购买减排量，

进而提高自愿减排工作的规范化与常态化，促进自愿减排工作的开

展。综上可见，走低碳发展道路业已成为中国面对国际政治与经济

新形势的重要战略选择。  

1.1.2  研究意义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急剧扩张，制造业内部由轻工业的迅速增长向重工业的迅

速增长转变，非农业劳动力开始占据主体地位，第三产业开始迅速

发展，这也被称为重化工业阶段。近年来，这一重工业化特征逐渐

凸显，工业占 GDP 的比重大幅度增长。2000 年，重型工业占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 60%，2003 年达到 63.15%，2009 年更是超过

70%，增长势头迅猛。重化工产业的急剧攀升也带来了资源的高消

耗以及污染的大排放。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全球燃料燃烧碳

排放统计数据显示，电力与热力生产、其他能源产业、制造与建筑

业三部门排放量的碳占全部中国能源燃烧所排碳总量的 85.18%，远

远高于 OECD 国家的 59.25%，也高于非 OECD 国家的 75.96%。改

革开放以来，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11.2%，工业资本存量

的年均增长率为 9.2%，而工业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分



 

别达到了 6%与 6.3%，而改革开放期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 40.1%的

工业却消耗了全国 67.9%的能源，也排放出全国二氧化碳的 83.1%

（陈诗一，2009；陈诗一，2010）。因而，要实现承诺的碳减排目标，

工业领域是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领域碳排放主要指的是工业

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以及水泥产业原料分解所产生的碳排放，

其中工业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碳排放占主体。因而要

实现工业碳排放量的减少，有两种思路：一是抑制能源与水泥消耗，

减少碳排放；二是提升碳排放绩效，即通过技术与结构的调整与进

步，提升碳排放绩效，在碳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前一种

思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与人类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背离，也

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潘家华、陈迎，2009）。鉴于此，后一种思

路才是低碳发展的关键。那么，中国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到

底存在何种关系？工业碳排放绩效处于何种水平？其变化趋势与影

响因素又如何？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中国工业低碳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书拟从“问题驱动”角度出发，在相关理

论的基础上，首先，运用改进的脱钩理论和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对工

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与长期关系做出分析；其次，运用

包含非合意性产出的环境数据包络分析法（EDEA）构建出全要素

框架下的碳排放绩效评价模型，利用中国分地区面板数据分别测算

出不同地区的工业碳排放绩效，并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区域收敛规

律做出分析；最后，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计量模型对中

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影响因素做出分析，从而为中国工业碳减排工作

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在理论上，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利用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

碳生产率以及碳化指数等指标从单要素角度出发对碳排放绩效进行

测算。这完全忽视了生产中其他投入要素的替代效应，也无法对受

评主体的碳排放效率做出全面与真实的测算（Zhou et al.，2010）。



 

已有个别学者在全要素框架下对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测算（Zhou et 

al.，2010；王群伟等，2011，等），但是其研究旨在全要素框架下求

解碳排放量最小化与经济产出最大化的 DEA，两类产出缩减方向上

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量纲难以统一。鉴于此，本书拟将碳排放影子

价格引入碳排放绩效测度模型，统一两类产出的量纲，对工业碳排

放的“经济绩效”做出分析，因而这是对碳排放绩效测度理论的一次

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在实践方面，本书还对当前的工业减排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与指导意义。已有的碳排放绩效单要素指标测度结果显示，中国

各区间的工业碳排放绩效具有较大差异，那么全要素框架下中国工

业碳排放绩效又如何？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那么产生这种差

异的原因又是什么？怎样才能缩小这一差距？这些都是工业减排过

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因而研究工业碳排放绩效背后的影响

因素与作用机理，对于提升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实现中国工业经

济的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